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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金沐，1936 年 1 月生，福建莆田人。1959 年毕业

于厦门大学，高级经济师。1969年 6月到厦门市计委

工作。1983 年 10 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

任，1985年 7月兼任市体改委委员，1986年 8月兼任

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

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访对象：

“制定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
对厦门的一个全局性贡献”

——习近平在厦门 （四）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 1985 年 6

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

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

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

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

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

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

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

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

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

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

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

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听陪同他去同安县五峰村 （以前是苏

区，闹革命的地方） 的同志说，村支书请近平

同志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

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

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

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

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

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

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听

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

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

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

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初到厦门工作，有没

有跟您交流过他对厦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初

步印象和判断？

郑金沐：近平同志没有直接跟我讲过他对

厦门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开讲过对厦门的印

象，那是庆祝厦门特区成立 25 周年之际，厦

门电视台记者去浙江采访他，他说，1985年中

央组织部调他到厦门工作，他是从中央机关到

河北，又从河北过来。他刚到厦门包括到福

州，和预想的反差很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

到过福建，总的感觉不像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开

放和先进，特别是从基础设施上看，从市容市

貌上看，当时厦门确实是相对比较落后。有很

多人到了厦门，感觉特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

以，近平同志说：“在开始的过程中，工作之

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落后，当时还有人说厦

门是一个海岛，厦门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被称为

“岛民意识”“海岛意识”。因此，相比别的特

区，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

努力，那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回首厦门经济特

区 25 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

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

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

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

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50年

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

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

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

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

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

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

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

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

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

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

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

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

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

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

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

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

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

有机场、码头、通讯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

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

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

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

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

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

同志组织国内 75 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

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

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

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

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 120人的编制。编制解

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七

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

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

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

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 30 多年了，对推进厦

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

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

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

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

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

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

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

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

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

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 2月，邓小平

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

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

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

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

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

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

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

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

题，1986年 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

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

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

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

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

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

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

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

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

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

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

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

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

度”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

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

2.5 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

也不太一样，原来那 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

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

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

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

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

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

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

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

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

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

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

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

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

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自由

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

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的办法，远

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

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

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

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

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

坡本国有 600 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

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

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

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

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

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

是用双梯度开发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发其

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

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

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

（非保税区） 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

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

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

家计委宋劭文副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

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

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

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

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

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

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

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

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

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

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

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

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 1984 年来厦门视察

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 130

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

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

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

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

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究。

第三个原因，厦门特区最初是 2.5 平方公里，

当时虽然也叫“特区”，但实际是个“出口加

工区”，现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厦门特区

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样

一个转变，就意味着要重新谋划。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

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

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

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

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

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

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

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

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

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

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

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

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

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科院向刘国光

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

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

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

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

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

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

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

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

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

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

际工作者，总共大约 100 来人开始做这个研

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

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

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

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

《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

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

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

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

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

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

半，我们完成了 21 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

《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

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

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

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

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

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

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

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

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

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

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

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

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

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

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

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

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

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

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

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

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

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

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

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

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

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

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

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

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

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

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

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

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

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

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

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

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

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

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

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

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掉了

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

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

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

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

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

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

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

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

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

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

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

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

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 21个课题，这

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

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

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

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

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

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

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

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

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

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

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

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

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

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

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

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

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

同志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

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

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

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

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

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

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

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

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

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

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

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

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

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

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

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

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任福建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

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

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

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

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

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

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

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

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

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

改革方案被选入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 文

集，放在了第一篇。这本书的编辑指导委员

会，福建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

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

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

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 年，他抓计划单

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

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

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

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

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

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

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

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

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

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

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

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

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

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

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下转4版）


